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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万里诗中的儿童时光
刘 云

从梁园同游到反目绝交，李白与高适的友谊，堪称盛唐文学史

上的一段传奇。李白与高适因诗才相惜而结缘，却在安史之乱的

政治漩涡中走向对立。世人惋惜之余，亦从中窥见唐代文人在家

国巨变中面临的利益抉择与人性考验。

刘温叟（909—971年），字永龄，河南洛阳
人，五代十国至北宋初年官员，名垂青史的廉
吏。刘温叟身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
周、北宋六朝，先后在五朝为官，历任左拾遗、
监察御史、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御史中丞等
职，为人厚重方正，为官清正刚直，恪尽职守，
政声颇佳。品读《宋史·刘温叟列传》，我们不
禁要为这位毕生为官一介不苟的清廉之士由
衷赞叹，更对这位拒礼高手由衷感佩。

父寄夙愿，为儿取名“刘温叟”

刘温叟的先祖刘政会，为唐朝开国功臣、
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父亲刘岳，曾任后唐
太常卿。刘温叟自幼天资聪颖，容貌俊朗清
秀，七岁能写文章，擅长书法，下笔如行云流
水。有这般聪慧俊秀的儿子，刘岳满心欢
喜。然而，彼时天下动荡，兵连祸结，民不聊
生，刘岳也为儿子未来命运忧心不已。他满
怀忧戚地对家人说：“我儿风骨秀异，可惜生
逢乱世，寿数长短难以预料。我不求他荣华
富贵，但愿他与我一样，终老于温县、洛阳之
间，做个安度余生的白发老者，我便心满意足
了。”于是，刘岳给儿子取名刘温叟。

加倍“还礼”，逼退登门送礼人

刘温叟半生身居高位，长期手握人事重
权：后周时任礼部侍郎，掌管全国科举事务；
宋初任御史中丞，兼判吏部铨。御史中丞执
掌监察百官、弹劾不法，权势显赫；判吏部铨
为中央吏部要职，专司全国七品以下文官的
选拔、授职与考核，可谓位高权重。

身居关键要职，刘温叟自然成为心术不

正、投机钻营之徒争相攀附
送礼的对象。对于大多数
送礼者来说，只要态度坚
决、严词拒绝，不留任何回
旋的余地，便能劝退了。最
难应对的是那些厚颜钻营、
执意攀附之人，对这类人，
刘温叟自有他的高招：加倍
还礼，令其知难而退。

刘温叟有一位门生，家
住京城近郊。一年秋收过
后，给刘温叟送来满满一车
柴草，声称入冬将至，唯恐先
生受寒，特送柴草御寒。无
论刘温叟如何推辞，门生执意相赠，必欲将柴
草留下。两人推来让去，门生索性将柴草卸入
院中，径直离去。刘温叟无奈只得收下，随后
吩咐家人，置办一套华贵的衣物赠予门生。门
生收到衣物后心中甚是不安，只因这套衣物的
价值是那车柴草的好几倍。此事传开，再也没
人登门给刘温叟送礼了。

晋王赐钱，封存库房不开启

刘温叟清正廉洁的名声朝野皆知。彼时宋
太宗赵光义尚为晋王，北宋建隆二年（961）出任
开封府尹、同平章事。赵光义素来听闻刘温叟的
清介之名，非常钦佩且有心拉拢，知晓其家境清
贫、生活俭朴，便派属下给刘温叟送钱五百千。

刘温叟既没有客套，也没有推辞，而是坦
然收下赏赐。因古时皇权体制下，接受宗室与
朝廷赏赐，是恪守君臣礼数、感念皇恩的体现；
若执意拒收，可能会被视作傲慢不敬、不识抬

举，甚至有轻慢皇权之嫌，极易招致祸患。
不过，刘温叟收下钱财后，随即命人贴好

封条封存于库房。次年端午节，赵光义又派
人送来粽子、纨扇，差遣的依然是去年送钱之
人。这人无意间发现，去年送的钱箱封缄标
记还完好无损。回到晋王府，他将此事如实
向赵光义禀报，赵光义感慨道：“我给他的钱
财他尚且分文不用，更何况旁人馈赠？他勉
强收下，只是不愿拂我情面；封存一年始终不
开，足见其坚守清廉节操、高洁之志坚定不
移。”随即派人将所赠钱财取了回来。

同年秋日，赵光义在后苑陪同宋太祖赵
匡胤宴饮用膳，谈及当世坚守清节的名臣时，
赵光义讲述了刘温叟的事。赵匡胤听罢，对
刘温叟赞赏不已。

开宝四年（971），刘温叟染病卧床，宋太祖
赵匡胤体恤其家境贫寒，特意赏赐器物、钱财供
其治病。数月后刘温叟病逝，终年六十三岁。

读宋代诗人杨万里的儿童诗，仿佛打开的不
是书页，而是一扇篱笆门，门里是疏疏篱落，满溪
春水，还有一群天真可爱的孩童。
先看那追蝶之趣：黄蝶隐入菜花，孩童急寻却

踪迹全无。“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绿未成阴。儿
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杨万里的这首
《宿新市徐公店》作于南宋绍熙三年（1192），描写的
是暮春时节的田园景致：篱笆稀疏，一条小径蜿蜒
伸向远方。树上新抽的嫩叶尚未繁茂成荫，暖阳
斜斜洒落。忽然，一个孩童急急跑过，追逐着一只
明艳的黄蝴蝶。“儿童急走追黄蝶”一个“急”字，写
尽了孩童那迫不及待的嬉戏心境。他踮脚轻趋，
俯身欲扑，眼看就要够着了，那黄蝶却翩然飞入金
灿灿的菜花田中。孩童伫立原地，双目圆睁，满脸
尽是茫然与不甘。杨万里仅用“无处寻”三字，便
将这充满戏剧性的瞬间定格。他没有写孩子是否
失落，可这幅鲜活画面已然令人会心莞尔。这便
是童趣的第一重境界：在肆意追逐中感知世间意
趣，即便怅然落空，亦是一种别致的快乐。

再看那使风之智：无雨却撑开雨伞，不为遮
雨遮阳，反倒以伞作帆、借风行船。“一叶渔船两
小童，收篙停棹坐船中。怪生无雨都张伞，不是
遮头是使风。”这首《舟过安仁》与《宿新市徐公
店》创作于同一时期。彼时诗人途经安仁县，望
见一叶渔舟漂于水面，船上两个小童收起竹篙，
停下船桨，兀自撑着一把小伞安坐船中。诗人觉
得奇怪：没下雨啊，打伞做什么？细观方知——
“不是遮头是使风”。原来孩童巧借伞面当作船
帆，想借风力推送小船前行。这般奇思妙想，天
真又灵动！在成人固有的认知里，伞只为遮阳挡
雨；可在孩童眼中，伞能化身为船帆、玩物，亦可
化作心中所想的任何器物。杨万里没有以长者
居高临下的姿态，评判孩童此举是否合乎常理，
而是满怀兴致地如实描摹，字里行间更藏几分赞
许。童趣的第二重境界，便是这份挣脱世俗定式
的奇思与创造力——世间万物，在孩童手中皆是
可随心塑造的美好。

还有那弄冰之乐：“稚子金盆脱晓冰，彩丝穿
取当银钲。敲成玉磬穿林响，忽作玻璃碎地声。”
清晨时分，幼小的孩童从铜盆中取出夜间凝结的
冰块，用彩线穿串，当作银钲敲击玩乐。“敲成玉磬
穿林响”，清脆悦耳的声响穿透林间，孩童的得意
欢悦跃然纸上。正当兴味正浓之时，冰块猝然滑

落碎裂，只听得“忽作玻璃碎地声”。在这篇《稚子
弄冰》中，诗人没有写孩童因冰具破碎而啼哭，只
描摹声响的骤然转变。按世俗常情，心爱玩物破
碎，孩童难免落泪懊恼。而诗中从玉磬清越之音
到冰碎脆裂之声，仿佛这破碎本身亦是一番别样
意趣。这便是童趣的第三重境界：看淡得失，乐享
过程。在纯粹的童心世界里，完整的冰块与碎裂
的冰屑，皆有别样乐趣。

杨万里的儿童诗，妙就妙在从不居高临下俯
视童真。他不像诸多文人那般，借孩童意象抒发
自身暮年怅惘，或是牵强寄托人生哲理，而是真正
俯下身姿，以孩童的视角体察世间万物。他笔下
的童趣，绝非成人主观臆想的浅薄幼稚，而是生命
本真天性的自然流露。
“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童子

柳阴眠正着，一牛吃过柳阴西。”品读这些诗句，人
们嘴角总会不自觉上扬——这是对纯真童心的由
衷致敬，亦是对自身懵懂岁月的温柔回望。

为政当守廉，立身当戒贪。纵观青史，历代贤臣名士皆以清白立身，将拒礼拒贿作为从政准则。面对钱财

馈赠、人情请托、各类诱惑，他们坚守原则、刚正持节，留下无数拒礼明志、洁身自好的传世佳话。

本专栏荟萃历代廉吏拒贿故事，品读先贤守廉戒贪、克己奉公的崇高风骨，着力塑造清正清朗的廉洁文

化。以史为鉴、以廉润心，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筑牢思想防线，坚守廉洁底线，清白做人、干净做事、秉公用权。

开
栏
语

“拒礼高手”刘温叟
刘立祥

梁宋之游
理想共鸣与诗酒知己

李白和高适均有显赫的家世，中唐时期文
学家范传正一生倾慕李白，他不仅为李白修整
墓碑，还在其撰写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
墓碑并序》中记载：“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
成纪人……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李
白的族叔李阳冰撰写的《草堂集序》中亦称李白
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珪组，世为显
著”。由此可见，李白出身李唐宗室旁支，身份
非同寻常。

高适虽然没有皇家血统，但其祖上也世代
为官，绝非市井平民。《旧唐书》中记载，高适家
族世居渤海蓨县，门第颇有声望。高适父，名崇
文，官至韶州长史。高适的祖父更是唐高宗时
期的名将高侃，永徽元年（650），高侃生擒突厥
车鼻可汗，因功被封为卫将军，加授平原郡开国
公，死后更是陪葬乾陵。正因为有着相似的家
族履历，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李白与高适在失意
之时一经相遇，便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己。

从时间轨迹看，李白与高适的友谊始于天
宝三年（744）。其时，李白因被唐玄宗“赐金放
还”，愤然离开长安。南下途中，李白偶遇因科举
落第正在洛阳闲游的杜甫，二人一见如故，继而
结伴共赴梁宋（今开封、商丘），其间与寓居于此
的高适相识。这一年，李白和高适已过不惑之
年，杜甫亦三十有余。仕途上的失意，科场上的
坎坷，带给三人诸多情感上的共鸣。他们遍游
中原，登吹台、游孟诸泽，饮酒赋诗，慷慨怀古，留
下了“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的浪漫记忆。
李白与高适年龄相当，二人虽然性格迥异，

但都怀有“出将入相报家国”的宏伟夙愿。李白
常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自许，
高适则以“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明志。李
白的洒脱不羁、高适的沉稳内敛、杜甫的忧国忧
民，相互碰撞出绚烂的火花。然而官场的尔虞
我诈，远非诗酒风流所能比拟。彼时，李白被逐
出宫廷，高适仍在仕途边缘蹉跎，杜甫尚未崭露

锋芒。三人同游，既是诗才的酬和，亦是失意者
的相互慰藉。
在文学创作上，三人更是相互影响，彼此成

就。李白的浪漫，高适的悲壮，杜甫的沉郁，共
同铸就盛唐诗坛高峰。在现存的诗作中，高适
遗篇《宋中别周、梁、李三子》盛赞李白是“李侯
怀英雄，肮脏乃天资”，杜甫的《遣怀》亦有“忆与
高李辈，论交入酒垆”的追忆之语。李白虽无专
门赠高适的存世诗作，但其《梁园吟》《秋猎孟诸
夜归，置酒单父东楼观妓》等诗篇，皆可视为梁
宋同游时期留下的文学印记。

人生岔路
政治抱负与理想分歧

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难以逾
越的鸿沟。经历了短暂的闲游时光后，迫于生
计与志向，三人在梁宋依依作别，各自奔赴前程。

李白离开梁宋后，继续漫游四方。他深受
道家思想和纵横家学说影响，向来追求自由、不
拘小节，并希望凭借自己的才华和社会声望，在
政治舞台上一展宏图，实现“安社稷、济苍生”的
人生理想。他向往如同管仲、乐毅那般的政治
生活，期冀辅佐明主，成就大业，并在功成之后
选择退隐，逍遥于天地之间。然而，李白的政治
理念过于理想化，既缺乏对朝堂生态的深刻洞
察，也不谙官场权力倾轧与人际权谋，以致在后
续的政治抉择中站错阵营，遭遇人生重挫。
与李白截然不同的是，高适自梁宋一别，便

将目光转向边塞军旅。他坚信建立军功是实现
政治夙愿的一条坦途，因为在边塞战事频仍的
盛唐，文人投身军旅，是一种高明的选择。不出
所料，高适凭借自己的才学和对军事的见地，很
快得到名将哥舒翰的赏识，并被委任为河西节
度使幕府掌书记。
在边塞的日子里，高适驰骋沙场，带领将士

保家卫国。其间，历经战争的残酷，深刻体会到
边疆将士的艰辛与思乡之苦，因而，他的诗风陡
然变化，诗作的表现更加贴近现实，充溢着对国
家命运的担忧和对战争的反思。如《塞上听吹

笛》《营州歌》《塞下曲》等名作，无一不是对边关
生活的深情描绘，饱含着对故土的眷恋和对战
事的斥责。
相比于李白的浪漫格调，高适的政治理念更

为务实，他注重现实功业的获取和政治秩序的构
建。高适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国家稳定和社
会发展作出贡献，因而具有明确的价值指向。
这一时期，李白与高适虽然天各一方，但仍

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从高适的诗作《宋中别周、
梁、李三子》中可以看出，梁宋一别，他对李白、
杜甫仍旧念念不忘。然而，在时间的磨洗之下，
由于环境不同，高适与李白的生活轨迹渐行渐
远，政治理念的分歧也愈加明显。在政治现实
面前，李白的浪漫主义情怀与高适的现实主义
追求形成内在冲突，并且，这种冲突逐渐演化为
二人矛盾的导火索。

安史之乱
政治博弈与分道扬镳

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在范阳（今河北涿州）
起兵，唐玄宗仓皇西逃，太子李亨于灵武自行即
位，是为唐肃宗，永王李璘奉唐玄宗之命镇守江
南。这一震惊当朝的叛乱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安
史之乱，也正是这场可以预见的夺权之举，彻底
改变了李白与高适的命运轨迹。

在叛乱中，高适因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与
务实谨慎的行事风格，不仅成功脱险，而且积极
建言献策，被李亨委任为御史大夫兼淮南节度
使、扬州大都督府长史等多个要职，跻身肃宗朝
堂核心圈层。与此同时，高适凭借自己的军事
才能和政治智慧，迅速组建军队与叛军周旋，为
稳定政权局势立下了赫赫战功。

相比之下，李白则由于政治天真而深陷困
局。他避乱隐居庐山时，受永王李璘三顾之邀，
误认为永王是“荡平叛军”的正义之师。身为永
王的入幕之宾，李白满怀激情地写下《永王东巡
歌十一首》，为永王壮大声势，并盛赞永王“但用
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抒发辅佐永王、
平定战乱的壮志。

殊不知，永王擅自引兵东下，被肃宗视为拥兵
割据、夺权篡位的叛逆之举。于是，肃宗任命高适
率兵讨伐永王。众寡悬殊之下，李璘被杀。身为
永王幕府的核心成员，五十七岁的李白以叛军同
党之名，被定为附逆之罪，最终身陷浔阳狱，李白
与高适的关系也彻底破裂。
曾经的诗酒知己，一朝沦为政治对立面，李白

与高适的友谊小船因为一场政变而倾覆在海浪
中。身陷囹圄的李白万念俱灰，他无论如何也不曾
想到，昔日挚友竟置自己于绝境。不过伤心之余，
李白依然认为高适不会如此绝情，认为其举动实属
出于无奈而做出的缓兵之计。李白于是写下《送张
秀才谒高中丞》，称颂高适是“高公镇淮海，谈笑却
妖氛”，字里行间暗含求救之意。在诗中，李白回忆
与高适曾经的友谊，以及其时遭遇的困境，希望高
适能够伸出援助之手。然而，李白的一厢情愿并未
得到任何回应，他的求生之情犹如一块坠入无底深
渊的巨石，换来的是高适绝对的沉默。

绝交之谜
理性利益与人性抉择

高适的漠然置之，让李白心寒至极。在狱中，
李白曾多次发出求救信号，但是高适自始至终避
而不应。如此的袖手旁观甚至不近人情，使得李
白彻底绝望。幸而“诗仙”的美誉在当时早已声名
远播，李白最终在宰相崔涣、御史中丞宋若思等人
的大力营救下得以出狱，却仍以附逆之罪被流放
至夜郎（今贵州桐梓）。

身居夜郎的日子里，李白回忆往昔，深感愤
懑。在后期的诗作中，李白多次采用一语双关的
表现手法鞭挞高适见死不救的冷漠。他曾用“人
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来嘲讽自己交友不慎带来
的悲惨结局，并将诗集中与高适相关的作品悉数
删除。高适亦将二人交往的痕迹全部抹去，这段
旷世友谊就此以悲剧的方式黯然收场。
从政治视角来看，高适的做法看似薄情寡义，

实则折射出复杂的政治博弈与人性权衡。一方
面，其时的高适虽然已经手握大权，但是地位并不
稳固，在面对两难选择的困境下，高适贸然营救李

白，存在巨大的政治风险。高适半生蹉跎，晚年方
得高位，李白所涉乃谋逆重罪，若施救极易招致肃
宗猜忌。且永王叛乱时，李白诗文已成“铁证”，高
适如若介入，恐被政敌构陷为“同党”。另一方面，
高适以沉默的方式回绝李白，既是对政治现实的
妥协，也是对自身利益的综合考量，高适权衡利弊
之后最终选择明哲保身，实属无奈之举。但于朋
友道义而言，知己临难而袖手，终成高适一生难以
抹去的道义缺憾。
从历史文献中看，李白与高适决裂之后，二人

的人生理想、仕途轨迹再无任何交集。李白的牢
狱之灾使其身心遭受到无法挽回的重创，他仗剑
天涯的梦想也最终化为泡影。出狱之后，李白继
续漂泊，但他早已心力交瘁。宝应元年（762），李
白在安徽当涂病逝。高适则截然不同，他继续在
仕途上前行，历任太子詹事、蜀州刺史、剑南西川
节度使等职，其诗文创作多取材于官场生活和社
会现实，风格更加沉稳内敛。
从人性人格层面剖析，李白是典型的“诗化型

人格”，骨子里始终天真浪漫、重诺轻死。高适则
是“政治家人格”，冷静理智、精于权衡。李白从璘
是为报国，高适伐璘是为忠君，二人皆心怀家国，
却因立场殊途而无法共存。这种冲突在《长安三
万里》中被艺术演绎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割
裂”，实则更是乱世洪流中个体命运的无奈写照。
学界对高适是否冷血也多有争论，有的认为明哲
保身是乱世常态，亦有观点指责其弃友情是小人
做派。然而，若置于唐代“谋反连坐”的律法背景
下，高适的选择实为时代悲剧的缩影。尤为耐人
寻味的是，与二人同为至交的杜甫，在高适生前对
此事始终绝口不提，直至高适去世以后，才在《遣
怀》《昔游》中追忆三人同游往事，隐晦折射出安史
之乱后政治高压下文人交游的噤声状态。
纵观全程，李白与高适的友谊，始于诗酒意气，

终于政治立场。二人的决裂，既是个人性格与理想
博弈的冲突，更是盛唐向中唐转型过程中乱世文人
命运的写照。李白的天真浪漫与高适的世故持重，
共同勾勒出盛唐末世文人的精神群像。历史也终
将会以更为宽容更为客观的视角，重新审视这段文
人恩怨，完成对人性、道义与时代变局的深度叩问。


